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技术发展概况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范式的含义与界定

“明代官式建筑”的含义

官式建筑，是指由工部主持营造或派员督造的官方建筑。它是相对

于地方建筑而言的。官式建筑无论在设计、预算、施工上都由工部统一

掌握，不论建筑造于何地，都有图纸、法式、条例加以约束，还可派工官

和工匠去外地施工，所以建筑式样统一，没有地区性差别。由于人力、财

力和技术的集中，因此这些建筑往往是一个时代布局规划最正规、最完

善，比例制度与结构体系最成熟的一类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发展的最

高水平。

所谓工部，是指掌管国家城市与建筑设计、征工征料与施工组织管

理的机构。“工”一词最早见于商朝的甲骨卜辞中，是指当时管理工匠的

官吏，此后这一职位得以延续并不断增加内涵。北宋著名的官修建筑文

献 。工部的设立由《营造法式》的编撰者李诫就是工部的将作监

来已久。中国由两晋南北朝至唐、宋、金、元，直至明、清，政府均设有这

种掌管工程营建事务的机构。这一设置所衍变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工官

制度，是中国历代国家机构组织形式中的重要部分。

明代也设立工部 ，明代的工部所属管理营造事务的为营缮司，下

有营缮所。工部负责营建的工程多属宫殿、坛庙之类的皇室建筑和皇帝

敕建的寺庙祠观等。官式建筑遗留最多的是明都北京。不仅有明代皇宫

紫禁城、帝王祭祀祖先的太庙、祭祀社稷之神的社稷坛、祭天的天坛、祭

农神的先农坛等一系列坛庙建筑，还有位于京郊昌平的明代帝王陵寝

十三陵，以及法海寺、智化寺、大慧寺等太监建造的功德寺等。宫殿、坛

庙、陵墓作为皇家的基本建筑是当然的官式建筑自不必说，而那些皇帝

敕建的寺庙祠观从布局、木构、彩画等各方面同样反映了明代官式建筑

技术与艺术的特点。北京之外的明代官式建筑还有湖北武当山道观建

明代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工部掌管全国工程、制造、山泽屯田及舟车道路之事。工部下辖营缮、虞衡、都水、屯田

四清吏司。凡经营兴作之事，王府邸等工程，均由营缮司管理运作。营缮司下有营缮所，皆以诸将作之精于本艺者充任。木工

蒯祥、蔡信，瓦工杨青，都曾为营缮所官员。



余万户，且多为

更

）命工部

筑群、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孔庙、孔府以及青海乐都瞿昙寺等，它们均属

工部主持或派员督造的官式建筑。湖北武当山道观的兴建是因明永乐

皇帝朱棣特别尊崇北方之神真武大帝，而于明永乐十年（

万人建造的一批道教宫观群。其中的金殿侍郎郭璡等督率军夫

重建完成，反映出明代中期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而青

是工部在将各构件铸造完成后，运抵武当山安装完成的。它完整、真实

地表现出明代官式建筑的面貌。山东曲阜孔庙、孔府的扩建则是于明中

期弘治年间进行的。现存遗构是在弘治年间部分毁于火灾后，“征京畿

及藩府之良者”

海乐都瞿昙寺与四川平武报恩寺建筑群虽地处偏远，并且建筑中不乏

地方做法遗存，但主要殿堂之大木构架中官式建筑的特征仍极为突出，

清晰地反映了明代官式建筑的大木作技术特征。

明代官式建筑与地方做法的关系

如前所述，官式建筑的本身由于是严格按照官府规定的“做法”、

“则例”一类规则建造，已经定型，因此本身并无地方做法特色。但是，官

式建筑的技术都是来源于民间建筑的，可以说正是民间建筑的技术发

展、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工匠的迁徙、交流、发展、定型，才逐渐形

成了某一时期官式建筑的特色。

明代官式建筑技术来源及形成特点有力地说明了上述论断。明初

建都南京，所用文臣多为江浙文士。由于他们长期生长于斯，故继承的

均是南宋以来的江南文化传统。同时营建皇宫所用建筑工匠也多是在

地方建筑实践中涌现的行家里手，他们熟知江南地方建筑的一切做法。

据史载，明初洪武年间营建南京宫殿时，曾征集工匠

江南一地之工匠，其中著名者如陆贤、陆祥兄弟

，在全国

等。因此可以推断，明

初南京宫殿之官式做法是在吸收了江浙地方建筑传统基础上形成的。

而后营建北京宫殿时，由于已有了南京宫殿的基础，同时很多主要技术

工匠又授命北上，因此北京皇宫所体现的官式做法可谓是在南京宫殿

官式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北京建设宫殿时“凡天下绝艺皆征”

征集约

听江南工匠出身的工部官吏蔡信

万工匠及百万地方民工为役作，而他们又“悉遵信绳墨”，即

的指挥调度。因此，通过南北工匠在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三间重檐庑殿顶仿木构铜殿，是明初大木、琉璃、彩画、装修等方面做法的真实表现。

重建阙里孔子庙图序

陆贤、陆祥兄弟，明直隶无锡县（今江苏无锡县）人，石工，其先人曾在元朝任负责营缮工程的官员。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造南京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湖北武当山金殿：明永乐十四年（

潘谷西曲阜孔庙建筑，李东阳

和临濠中都宫殿时 陆氏兄弟应召入京（详见潘谷西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六“艺术”。

蔡信：明直隶武进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幼习建筑技艺，明初任工部营缮司营缮所所正（正九品），后升工部营缮司主事（正七

品），永乐年间北京营造宫殿时，蔡信是工程负责人之一，他是以实绩入仕途，官至工部侍郎的（详见《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

卷》）。于此可见，江南建筑技艺对北京官式建筑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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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

技术上的交流融合，使深具江南建筑传统的官式建筑在不断规范化的

同时，又吸纳了一些北方地区建筑传统的特点，进而使北京宫殿成为融

南北地方建筑做法共存一身的北方官式建筑。至此，代表明代官式建筑

的基本模式也被确定下来了。

如前所述，官式建筑技术一经形成，做法本身并无区别。它们能以

相同或相似的面貌区别于各地的民间地方建筑。但官式建筑的规定与

做法并不能涵盖建筑的所有方面。在一些官式则例未涉及的地方，也不

乏地方做法的影响。当然这都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被用于官

式建筑之中的，比如在殿堂建筑观赏时目力不及的草架之上，或法规未

及的细部构造中，就常有地方做法的影响。四川平武报恩寺

），表现出工匠对于建筑

敕建、京畿工匠施工建造的寺庙建筑，其大雄宝殿、万佛阁等在天花以

下的明架部分多恪守工部则例，采用规整的抬梁构架，而在草架中则采

用四川地区民间建筑中常用的穿斗构架（图

标准掌握与处理的灵活性。

图

中

四川平武报恩寺万佛

阁剖面图［图片来源：潘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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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于正统十一年四川平武报恩寺：始建于明正统五年 。是明代龙州（平武）土官佥事王玺奏请朝廷为报答皇恩

所建。由于当时王玺进京朝贡获准建庙之时，正值紫禁城内一项大型工程竣工，因此得以招聘一批熟谙官式做法的工匠来到龙

安。该寺建筑表现出明代官式建筑风格。现存明代遗构主要有大雄宝殿、万佛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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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屋面坡度的确定上，宋代在《营造法

另外，斗栱的构造做法中也存在类似情况。由于明代初期建筑尚未

对间广、进深大小的确定形成定制，它与斗栱间距的关系也未形成明确

对应，因而一座建筑中各开间内斗栱档距常有不等。在山东曲阜地区的

一些建筑中，通常会在不同的开间、进深里，以斗栱的不同栱长来调节

档距，即柱头科斗栱在明间一侧的栱长较次间一侧的栱长明显加大。这

种深具地方特色的较为灵活的立面处理方式在曲阜孔庙、孔府的许多

建筑中得以运用，例如孔庙的奎文阁、同文门等，可谓地方做法在官式

建筑中的活用之例（图

式》中明文规定并采用的举折之法在明代官式建筑之中逐渐式微。明代

法

后期的万历年间，江南地区已逐渐采用简捷有效的举架法代替了举折

，而举架法在明代后期官式建筑中逐渐被采用，并酝酿完成了这一

转变。进而举架法在清初工部《工程做法》中被明文规定，成为清代官式

建筑则例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可见，地方做法一直在不断补充和发展

着明代官式建筑。

明代大木作技术与宋、元、清三代的关系

明代是自唐代以后，中国从长期分裂及少数民族统治又一次转入

以汉族为中心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故立国之初，明朝统治者极力宣扬

大汉文化，事事上仿唐宋，力求以汉族传统文化重建一代制度。因此，在

大木作技术上大量吸收和延用了宋《营造法式》的建筑规范及技术特

点。如木构架形式总体承袭宋《营造法式》制度，殿阁式、厅堂式、柱梁作

仍为其基本结构形式；大木构件的加工与制作也力求精致、美观。尤其

孔庙建筑

社，

图

曲阜

曲阜孔庙奎文阁上檐柱

头科立面［图片来源：潘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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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 探索江南明代大木作法的演进 南京工学院学报（建筑学专刊）



真如寺正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刘敦桢

将所用之材降低了二等，而南方的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 和上海真

榫卯的加工制作，无论构造、形状、尺度，各方面都表现出加工精细、搭

接严密的特点，与宋代榫卯很相似。一些较复杂的如螳螂头口之类的榫

卯和柱的收分、卷杀等美化室内空间形象的做法在明代也仍被使用。

栔

然而，在用材制度上明代却并未延用宋代的材份制。这是因为明代

大木构架的发展与变化已不适应材份制的要求，致使材份制规定之

“材 分。”三级模数制由在元代建筑中的制约能力逐渐减弱，到明代

趋于瓦解而告终。

元代是少数民族掌握政权，故域外文化以空前规模进入内地。但由

于蒙古族长期处于游牧社会，善骑射、崇尚武功，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因此在建筑文化传承上多继承自金朝，而金又继承辽、宋，故元代的官

式建筑实际乃是在宋、辽、金北方建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于南方，由

于广大汉族聚居区深受异族的压制，虽有先进的建筑技术，但并未受官

方重视，只能在地方上流传，如元代江南地区建筑在梁架体系、斗栱用

材、翼角做法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多改变与突破，其中很多技术已逐步秩

序化，但这些均未能融入官式建筑之中。

元代在建筑上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也有了一些积极的改变。首先

在用材方面，元代建筑中已开始出现斗栱尺度大幅减少的趋势，同等规

模的建筑用材取值较宋制下降了多个等级，如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四座建

筑

则降低了四等。至明代，这种趋向更为明显，斗栱取材比宋制

个等级（见表

如寺大殿

又降低了 。其次在大木构架上，挑尖梁头伸出承

檩的做法也是首先在元代建筑中出现继而流传下来的。但元代的挑尖

梁头尚不发达，往往仅略大于平身科的耍头，形状仍做成耍头状。挑尖

梁头大小与形式的最终定型也是在明代才完成的。在翼角做法中，元代

发展起来的抹角梁法被明代广泛继承，成为翼角结角的主要形式之一。

但是，元代北方地区一些建筑中所表现出的粗率、随意的建筑风格

个世纪，但并不是一个

在明代未被沿用而趋近消亡。大木构架中的减柱、移柱的平面柱网于明

代已极少见到，斜梁、大横额的做法也被明代规整的梁架与柱网结构所

代替。因此，元代虽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了将近

具有稳定成熟建造风格与特点的时期。虽然元代也有一些木构架做法

为明代所继承，如屋角的隐角梁做法及梁栿舍弃月梁而作直梁直柱的做

法等。但从建筑技术发展上来说，元代更应被认为是从宋、金到明代的

过渡。而元代江南地区的建筑做法则与明官式之间有着直接而密切的

传承关系。

北京：科学出版社，

即山西芮城永乐宫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座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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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而成。由《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表

十三年（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现状为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其核心部分面阔、进深均三间，为宋代所建。添加的副阶周匝部分为清康熙二

）增建。

历代斗栱用材演变表（表内尺寸为毫米，斜线下为栔高）表



明代大木作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明朝初年，从洪武历建文、永乐、洪熙到宣德的五朝近 年

从明代大木作技术发展的阶段看“范式”的形成

，明显可见清代建筑与明代建筑之间的继承关系。

明代与清代建筑的传承关系更为密切。一方面，两代前后相续，二

者间有明确的承继关系；更重要的是，清朝建国立都之初，几乎沿用了

一切明代北京城的旧制与设施。宫殿、坛庙、衙署等均继承原制，仅在旧

基上做了一些翻修。雍正年间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实际也是对明代

尤其是明中后期至清初建筑制度、做法的总结。书中内容很多，在如此

短期内成书，沿袭前朝旧制和参考前朝旧档是不可避免的，如书中关于

官工物料名制规格、产地供应等项，都是从明代刊行的《工部厂库须知》

一书中引录的

，冯巧是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在内廷服役的一位皇

另外，清初主持宫廷大工的匠作高手的经验、技术也是自明代匠师

传袭下来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诀窍通常以师徒相授留传下来，因此从

明清主持宫廷役作的匠师更迭上亦可找出前后时期建筑上的继承关

系。例如冯巧与梁九

家建筑师，在其终老之际，方将其掌握的一套技术诀窍传授给经他多年

考察，认为“子可教矣”的徒弟梁九。深得冯巧技术精髓的梁九作为明朝

最后一代皇家建筑师，清初又成为宫廷建筑的主持者，负责大内各项工

程兴造。康熙年间两次重修太和殿时，他都曾亲与其役，并以“掌握尺寸

匠”身份始终主持现场施工。因此，清初建筑所表现出的与明代末期官

式建筑在大木作技术做法上的极其相似由此亦可得到印证。

年，随着时代的更迭，其间的变化与不同之处

虽然明清建筑无论在用材制度与做法上均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

是由于两代均历时近

也清晰可见。例如清代建筑大木构架就比明代更趋简化，在屋架各处节

点多采用简洁实用的柱梁相承，摒弃了明代以十字科、檩下斗拱等承托

节点的做法，加强了构架的整体性。同时在装饰上更加增繁弄巧，将构

架与装修较为彻底地区分了开来。在大木加工上更是不若明构细致、精

巧，这不仅从榫卯的简化中得到印证，而且柱的收分、卷杀等做法的消

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明代大木作技术特点的形成是在宋代建筑基础上，又根据自

身大木构架的特点及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有新的发展，从而给清代

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建筑遗产，使清代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建筑的各方

面精益求精。

王璧文工程做法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巧死，

见于清初王世禛的《梁九传》：“明之季，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自万历至崇祯末，老矣。（梁）九往，执役门下数载，终不得其

九遂隶冬官，代执营造之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明代用材制度的激变与特征

间。这一时期主要是朱元璋营建京师南京、中都临濠至永乐皇帝朱棣迁

都后在北京营建宫殿。这一时期尤其是洪武年间，由于社会尚处于经

济、生产及秩序的恢复阶段，整个社会有一种弃元扬宋、克己复礼的复

古之风。反映在建筑上即简化装饰，整体风格朴实雄浑。至永乐年间，社

会日趋安定繁荣，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很多。北京皇家宫殿、坛庙建筑群，

湖北武当山道观及南京报恩寺塔等就是此时最重要的建筑。这些建筑

群的完成表明，此时的建筑在规格、尺度、形式、质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

很高水平，已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制度。从大木作技术角度看，大

木构架简洁有序，整体性得到了加强，建筑尺度雄伟，装饰华丽大方，用

材较后期为大。在大木构件的制作与加工上较多继承了宋《营造法式》

制度，榫卯严丝合缝、细腻精致，形式亦多仿宋制。经过这一阶段的奠

造，明代官式做法已基本确立。

年间。这一时期是明代社会太平、富第二：明宣德至嘉靖的近

庶的上升阶段，也是明代官式建筑的发展、成熟期。佛教建筑的兴建、弘

治年间曲阜孔庙的修建及嘉靖间一系列皇家建筑的重建与改建是其重

点。从大木作技术上看，宋《营造法式》所载材份模数制对建筑用材、大

木加工及构造等各方面的制约均已瓦解。较之明初，构架的整体性加

强，受力传载路线明确、直接，构件在用材、构造、做法及形式上更趋规

范与制度化。

多第三：明嘉靖以后，经万历至明末并延及清初康熙、雍正的

年间。这一阶段的建筑崇尚奢华，装饰技巧充分发展，大木结构与装饰

分化加剧，即大木结构日趋简洁、实用，装饰日趋增繁弄巧。建筑用材较

前更趋减小。屋顶举架做法在官式建筑中初见使用。

明代大木作技术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斗栱、梁架等大木构架的做法与

形式上。如斗拱尺度减小、用料细化及悬挑功能的改变，梁架简支体系的

成熟和装饰与结构的分化加剧等。而这些变化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明代大

木构架在用材制度上的改变，即材份模数制的解体与斗口模数制的建立

与运用。

材份制在明代的解体

材份制明确记载于宋《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中。它的突出特

点是“材、栔、分 ”三级模数制，木构架的巨细尺寸都可用这三个单位来

表示。而材作为建筑中重复并有规律地使用最多的枋料，反映出宋代木

构件接近等应力工作状态的特性。因此其构件截面取值也要求与材一



寸及更小数值，明初的 寸、寸、 寸之例

寸 寸寸

的比例关系。至明代，随着大木构架的发展及用材特征的变致，为

化，材份制越来越显示出对工程实际发展需要的不适应性，这些表现最

终导致了材份制的解体。

首先，“材分八等”对用材失去制约作用。

个等级。如明初至明中

调查资料显示，明代斗栱用材与材份制所定之值相去甚远，明代前

期与中后期在斗栱取值规律上也存在差异。从所测实例看，明代建筑的

用材尺寸通常较宋《营造法式》的规定下降

面阔十一间的北京太庙大殿，斗口也只

营造寸取

期，即使最大的建筑物之一

寸 厘米）左右，仅相当于宋制之六等材，即《营造

法式》规定的亭榭及小厅堂使用的用材尺寸。一般大殿的取值多在

寸，只相当于宋制等外材的宽度。明代后期建筑

寸之间，如湖北武当山紫霄宫大殿、青海乐都瞿昙寺隆国殿等；更多

殿宇建筑斗口仅取

中，斗口尤多采用

寸，只合宋代材份制等外材宽度；又如北京故宫午门城楼

已较少见到。同等规模、等级的建筑较之明代前期又有所下降，如明末

重建的北京紫禁城（又称故宫，下文依此称谓）中和、保和二殿，既处故

宫中轴线上，又同属外朝三大殿，按理应当施用较高等级的斗栱，但实

际斗口仅

年重修）斗口为正殿（ 寸，与同为城楼、而地位稍逊的明初所建

神武门城楼故宫北门 年建成）相比也减小 寸之多。可见，随

寸为等差值，并多在

着明代斗栱用材取值的急剧减小，其与宋制之“材分八等”在取值上、对

建筑尺度的制约上、等级含义上已无延续性可言。另外，明代初期建筑

各等级斗口之间多以 寸左右，虽未完

寸（少数 寸、 寸）等级分全定型，但比《营造法式》材份制之以

划则更趋细密。

因此可见，材份制之“材分八等”并未延用于明初官式建筑之斗栱

用材的划分中。明代中后期，斗口取值更加减小，不论是同等规模建筑

的取值对比，还是各材等间的差值都与宋制迥异，可见在明构中宋代材

份制之材等已失去制约力。

其次，栔的概念取消。

在材份制中，材、栔组合的构造方式是铺作节点构造的基本格局。

使用材栔组合目的在于以小料拼成足材，可节约用材。如一等材足材为

寸寸，就可用 寸代替。然而在明代，随着斗

拱用材的急剧减小及足材高度大为降低，就不必再以单材加栔拼合成

足材，而是直接采用整料更方便快捷。因此在明代实例中出现了大量足

材的正心万栱、正心瓜栱，其间并无散斗垫托的方式来取代材、栔组合

构造。这表明，栔的概念在明代逐渐被取消了。



。从而

分

斗口制在明代的建立

第三，分 的意义与作用丧失。

分 是材份制中主要用来表征月梁、梭柱、栱头等构件卷杀尺寸的细

小模数，它体现的是宋代建筑对形象细节的关注。在明代，随着大木加工

趋于简化，梁柱也多采用直梁、直柱形式，因此不仅梁栿取消了月梁做法，

仅边缘抹圆角，而且柱子亦不做梭柱，只在柱头处斜抹，不做卷杀。这样，

分。所控制的构件细节做法也在明代建筑中失去了作用与存在意义，因此

最终被取消了。

截面取材概念的变化，促使“材”的概念瓦解。第四，

的比例是一

材份制要求大木构件截面高宽比例应与材等截面相同为

材等对构件截面取值具有双重制约作用。因此在宋代，

的窄长比

个普遍原则，不仅栱枋如此，大到梁栿，小到栔，都采用这一比例关系。

但是在明代，随着木材日益紧缺及大料获取困难，致使构件截面取材越

来越受到木材出材率的影响，即圆料在截取时，须加大宽度方能获得足

够的截面积。因此，构件截面从明初始即摒弃了宋材份制

左右；明中期的北京先农坛太岁殿、拜

例关系，转而趋向方整。明初的北京故宫钟粹宫、宫城角楼等建筑中，梁

栿断面高宽比例尚多为

殿，北京智化寺万佛阁等建筑中，梁栿断面比例更趋方整，既有

靠

左右稍大于清制者，亦有如智化寺万佛阁之五架、七架梁断面高宽比达

，几成方形之例。这说明，梁枋截面比例从明初开始即向

的栱件截面比例也逐渐

斗口，单材栱高度也改

拢，中期以后更趋方整。与此同时，在斗栱中

消失，为了使足材栱高取值为整数

斗口）为 分。 斗口）。这样，宋构中普遍用于大木构件截面取材的

比例概念，在明代已不再具有约束力。它标志着材份制的材等概念

与作用在明代彻底瓦解了。

斗口制明确记载于清初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中，但它并非直到清

代方才出现。就如同材份制的产生与运用早于宋代一样，斗口制也萌芽、

孕育并发展成熟于清以前的元明时期建筑之中。正是由于明代建筑大木

构架的发展与客观条件制约的双重作用，才使得斗口制适用的条件逐渐

成熟，从而得以运用与发展。虽然明代文献中未留有斗口制的有关记载，

但通过对大量建筑遗构用材情况的总结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现试从下列几方面论证明代已建立了斗口制。

从明清建筑继承关系来看。

如前所述，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王朝官工经营的重点。清朝建都北

京初年，一切设施多延用明代旧制。清康熙朝两修故宫太和殿，都是在明

皇极殿旧基上翻建的。雍正帝继位后，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官工营造



昙寺隆国殿 年），斗栱单材高合

斗口 分

颁布了工部《工程活动随之增多。在此形势要求下，在雍正十二年（

斗口制视为是明代遗制的

做法》。这部法规内容比较全面，是清代最早的官刊工籍。从成书时间上可

以看出，它实际是对明代及清初建筑制度与做法的归纳和总结。从《工程

做法》所载内容来看，多是录自有经验的匠作高手。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

技术诀窍常常是通过匠师的师徒相授流传下来，明清主持宫廷役作的匠

师间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例如前述之冯巧与梁九。因此明代与清初官式

建筑在大木作技术与制度上有着密切的前后承袭关系。而把工部《工程

做法》所应用的木构技术的关键性措施

继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柱头斗栱与梁架构造配合的改变来看。

宋《营造法式》材份制要求斗拱层在与梁、枋等构件叠接时，二者间

应有密切相契的尺度配合。而明代建筑由于斗栱用材骤减，梁栿与斗栱

尺度对比日趋悬殊，促使柱头科与梁架在构造配合上不可避免地要产生

变化（图

首先，由于明代建筑在屋架部分取消了叉手、托脚等斜撑构件，代之

以柱梁相承的简支承重体系传递上部荷载，柱头科与梁栿的交接也摒弃

了以栱、昂悬挑出檐的方式，采用了加大梁头直接伸出承托檐桁与挑檐

桁、斗栱后尾以平盘斗或踏头形式附于梁底的方式。因此，梁枋与斗栱间

的荷载传递多为竖向正心传递，几无悬挑承载配合。这样，斗栱与梁架的

构造配合解除了相互间尺度上的制约关系，并且与宋《营造法式》所载材

份制产生与运用的制约条件不同，而符合斗口制的使用特点。

其次，由于梁栿与斗栱尺度相差较大，为使外观协调，明构将柱头科

正心一线各栱、翘、昂等构件由下至上逐层加大宽度，以与上载梁底宽度

协调。因此柱头科与平身科在外观上出现较大分化，柱头科中加宽的栱、

斗、翘、昂的尺寸设定也不再遵循材份制规定，而符合斗口制的取材规律。

因此，柱头斗栱与梁架间构造配合的改变及柱头科与平身科分化

的现象表明，明代建筑的这一变化与斗口制建立的构造基础是一致的。

分。

从足材概念的改变来看。

材份制规定单材高 斗口）；斗斗口），足材高 分。

。它们之间斗口（合 分 ，足材高

分

口制规定单材高

的差别仅为 。虽然数值仅有微差，但在构造概念上却有明显不同。前

倍。者是“材 栔＝足材”，是一个复合数值；后者则是单一数值“斗口”的

斗口、单材栱高为

首先，从单材、足材的材高上看：从所调查的实例看，斗栱足材栱高

斗口的现象在明初即已出现，如青海乐都瞿为

斗口斗口，足材高合

］吴葱 青海乐都瞿昙寺建筑研究：硕士论文］天津：天津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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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的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明嘉靖十一年

合足材栱高均为 分

图 宋、明柱头斗拱与梁栿

交接构造比较

基本同于斗口制所定单材、足材尺寸（考虑木材的缩水）。此后，这种情况

更频繁出现，在明永乐年间建造的北京社稷坛前殿、正殿，明正统八年

建造的北京先农

坛太岁殿、拜殿及明正统四年（

合 分

建造的北京法海寺大殿等建筑中，

斗口），单材高为 斗口）。由此可

见，明代官式建筑中斗栱单材、足材材高大都异于宋代材份制规定，而

与清初工部《工程做法》所载的斗口制特点相同。



五集）梁思成文集（二）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比较［图片来源：梁思成

图 宋、明斗拱用材及构造

斗拱（元

页

明清）简说（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

北

一等斗口：高

二等斗口：高

三等斗口：高

四等斗口：高

五等斗口：高

六等斗口：高

七等斗口：高

八等斗口：高

九等斗口：高

十等斗口：高

十一等斗口：高

明代建筑斗口等级参见表
清工部《工程做法》规定斗口按建筑等级分为十一等：

寸；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宽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明代斗拱用材取值

其次，从构造关系上看：斗栱的正心万栱、正心瓜栱用 斗口高的足材，

其间并无散斗垫托的方式从明初即已出现并被广泛运用了。北京社稷坛前

后二殿、故宫神武门城楼等建筑的外檐斗栱均是。其后的建筑更遵循此法。

这表明：在明代，足材更多地是指

念，而不像材份制之足材是包含一材一栔的构造组合概念（图

斗口的栱件高度，是一个单一的数值概

。因此在

正心瓜栱、正心万栱处皆用足材，而且在柱头中线的正心枋及各跳上的拽

枋等皆用足材，而不以斗垫托的现象表明：明构中材栔的构造组合已越来

越多地被高 斗口的足材栱所代替。这成为明代建立斗口制的证明。

从斗栱用材大小来看。

程做法》所载斗口制之斗口分十一等

之宋、元实例均有明显减小，与清初工部《工

相对照也有不同。如清代斗口制

一三等未见实例；

用于城楼；

用于殿宇；

用于小建筑。

寸；



例中除城楼殿堂建筑取 寸

第一等斗口为

朵斗

寸，其下各等间以 寸等差递减，而明构实例中最大

寸，与《工程做法》所载斗口制相差了材等取值仅 个等级，并且其

寸为差值等差递减。这些特征似乎表明，明代斗拱取下各级间多以

材与清工部《工程做法》不同。

等，但却与清构实例取值情况基本吻合。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虽然从取材大小上，明构实例取值低于清

《工程做法》所载斗口制

等用材硕大的材等均录入其中的

是因为清工部《工程做法》斗口制之斗口分为十一等，实际还有着为了

追求形式完备，而将宋《营造法式》

因素。因为即使从清构实例及《工程做法》列举之例观察，斗口制中

过

等斗口也均未见使用过。如用材最大的城楼殿宇建筑的斗口取值也不

寸，与明构同类建筑取值基本相同。其他类似规模的建筑取值也

寸、

寸、

与明代初期相似。而明初官式建筑斗拱用材也较后期为大，

寸斗口多有采用；至明代中后期，则多集中于 寸及更小数值，

寸，故宫协和门斗口如北京故宫中和殿、保和殿斗口均为 寸等。

法》所列

但这种情况与清工部《工程做法》所举之例情况是一致的。从《工程做

种建筑例证看，采用斗科的

寸、斗口外，其他建筑均以斗口 寸为例。可见这两个材等是最常

用、最多见的，即便在重要建筑中也不例外。因此，明代斗栱取值虽然表

面看来材等划分规律与清工部《工程做法》所载斗口制有所不同，但二

者在建筑实例中取值的大小与规律却大体一致。

从斗科间距（攒档）对面阔、进深确定的影响来看。

宋代建筑在设计时遵循先定地盘、侧样，再置斗栱的步骤，因此面

阔、进深的数值通常在地盘设计中即已确定。由于宋代建筑补间铺作数

朵，少则量少，多则 朵或不施，因此其疏朗的布局使斗科间距对面

阔、进深值的确定并无直接影响（图

朵或明代建筑则不同。由于平身科数量骤增，明间通常有

栱，次、梢间递减 朵。因此，檐下斗栱呈细密状排布。而于广狭不一

的间广、架深之中排布多攒斗栱，势必应考虑斗科间距与间广、进深的

关系。因此宋代先定面阔、进深再置斗栱的做法显然无法满足明代的实

际情况。自明永乐以来，官式建筑中已开始将斗口倍数的攒档值作为确

定间广值之模数的尝试（图

楼和北京法海寺大殿等，即以近似

。北京故宫宫城角楼、钟粹宫、神武门城

斗口的斗科间距为模数定间

广、进深值，而不再遵循宋《营造法式》的设计步骤。这从明构之面阔、进

明代建筑遗构各开间、进深之斗科间距多在

深折算成营造尺时均呈非整数值即可得到验证。从实例看，一些大中型

斗口之间。这一现象

无论在明初的北京社稷坛前、后殿，故宫神武门城楼，还是明中期的北

京先农坛太岁殿、拜殿、具服殿、北京太庙诸殿，抑或明末重建之北京故



图

图

营造法式注释

宋代建筑的平面构成

图片来源：梁思成

（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明代建筑的平面构成

（作者绘制）

朵、朵以与之配合。采用一斗三升等简单斗栱的小型或栱数量增加

斗口及进深大小不一时，也多相差 斗口，相应的平身科斗

宫保和殿、中和殿等建筑中均有反映。而且同一座建筑中，当相邻间广、



斗口及多，也处于

次要建筑如值房、配殿中，斗科间距相应减小，约在 斗口左右。明代

斗口或建筑这种相邻平身科间距在 斗口之间的情况与清构

斗口（或实例极为相近。由此推知，明代以趋近 斗口）的平身科间

距为模数确定间广、进深数值的设计新方法是适应当时建筑设计与施

工要求的必然结果，它和清代斗口制规定的内容也极吻合，是明代建筑

采用斗口制的又一表现。

从大木构件截面取值及比例特点来看。

宋《营造法式》材份制对构件取材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其截面高度取

值及断面比例的制约，对长度要求则不若前者严格。清初工部《工程做

法》斗口制则对大木构件在截面取值、比例及长度上均有较严格规定，

但梁枋等构件截面比例与斗栱的栱件高宽比值并不要求一致。因此，衡

量明代建筑用材是否采用斗口制的另一重要指征，即考察大木构件截

面取值中的两个方面：一是截面高宽值或径值大小与清代斗口制规定

的比较；二是矩形截面高宽比例是否符合或趋近清代斗口制的规定。

斗口间，如北京先农坛太岁殿、拜殿，北

①关于梁枋：从梁枋断面高度折合成斗口数来看，明代建筑多大于

同等规模、等级的宋《营造法式》的规定数值。例如七架梁，无论明初还

是明中后期，梁高多在

分。梁高，仅京智化寺万佛阁及北京太庙诸殿等，均大于宋材份制之

比清斗口制规定的梁高 斗口稍小，明显趋向斗口制规定。相应地，五

架、三架梁高合斗口数值也呈同样趋势。虽然明构梁枋断面的绝对尺寸

并未较宋代加大很多，但由于斗拱用材的急剧下降，使得梁栿断面高度

换算成斗口数明显大于宋制，而趋近清斗口制规定。

同时，梁枋截面高宽比值也显示出明代梁栿断面高度的绝对尺寸

与宋制相差无几，而宽度却远超过之，即断面形状更趋方形，不若宋式

比例的窄长，并且从明初开始即向 趋近。由此可见，宋制对梁枋

截面取值的规定至此已不适用，而清代斗口制所定梁枋截面数值及比

例却与明代情况基本相同。因此，认为明代梁枋用材基本符合清代斗口

制更确切。

②关于柱、檩：从明初至明末，官式建筑中檐、金柱径的取值都显示

出大于材份制规定，趋近斗口制的特征。其中殿阁式建筑檐柱径多在

斗口，金柱径为 斗口，如北京故宫神武门城楼、钦安殿，

北京太庙正殿等；而厅堂类建筑的檐柱径、金柱径比之殿阁类相差无

斗口之间，如北京先农坛太岁殿、北

京故宫钟粹宫、翊坤宫、储秀宫等，表明殿阁类与厅堂类建筑在檐、金柱

径取值上近乎相等，并不因等级高低而有大小之别。这显然与清代斗口

制规定相近。

明代末期，檐柱径和金柱径合斗口数值更变得很大，北京故宫中和



斗口，己较宋材份制规定为大；斗口，挑檐檩为

斗口和殿、保和殿檐柱径分别合 斗口，保和殿的金柱柱径甚至

达到了 斗口亦大很多，而与清初斗口，比清《工程做法》规定的

重建的故宫太和殿、坤宁宫、乾清宫的檐柱、金柱径斗口数相当。可见明

代的檐、金柱柱径合斗口数值从整体上看是符合或趋近于斗口制的。明

万历年以后，更有取值大于工部《工程做法》斗口制规定的，与清构实例

很有相似之处。

斗口，挑檐檩略小，为

檩径取值也有同样特点，无论明初还是中后期建筑中，檩径合斗口

数值均较宋《营造法式》材份制度规定为大，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建筑，更

与清制规定接近。例如明初的北京故宫神武门城楼的脊檩取值与各金

檩径值相等，为 斗口；北京社稷坛正殿

脊檩、金檩均为

斗口左右；而明代后至明中期，北京太庙诸座殿宇建筑中檩径均达

斗口与期所建的北京故宫保和殿、协和门等建筑的檩径取值更是在

斗口左右。由此可见，明代建筑檩径取值虽在绝对数值上与宋、清实

例差距不大，但从合斗口数值上看，明代远大于宋制规定，而接近或等

于清代斗口制所定之值。因此，从明代大木构件梁、枋、柱、檩等的截面

取值及比例、构造均接近或等于清代斗口制规定上看，明代已采用了斗

口制。

综上所述，在明代，尤其中后期的建筑中已建立并采用了斗口制。

这种新的建筑模数制更利于简化计算，加快工程进度，是当时条件下来

自工程实践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因而得以广泛推广与发展。而采

用斗口制也可谓是顺应木架建筑模数制向标准化、简便化发展的一种

革新，是明代在大木作技术上最重要的变化。明代斗口模数制在初定雏

形时等级划分较细而不够明显，但随着木架建筑模数制向标准化、简便

化发展，以及采用斗口制的条件日臻成熟，最终奠定了斗口制向清代的

顺利过渡，以致成为清工部官方采用的规范建筑模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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